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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根植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 源自阿尔泰地区， 进入新疆后传

播至河西走廊， 并不断地向北方地区和川西高原传布。 这类铜镜除具有生活化的用途之外， 也被赋予

了与萨满信仰相关的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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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永昌西岗、 柴湾岗墓地， 出

土了大量的文化遗存①， 其中有 １１ 件带柄铜镜较为特殊。 其实， 早在 １９２３ 年， 瑞典考

古学家安特生在沙井东遗址发现一件名为 “青铜圆盘” 的铜器②， 实为带柄铜镜。 后在

临泽县濠洼村北的沙丘洼地出土一批铜器， 其中一件名为 “圆形牌饰”③， 形制与西岗、
柴湾岗出土铜镜相似， 应为同类遗物。 与我国其他地区发现带柄铜镜相比④， 河西走廊

发现的这类器物出土地点集中， 形制基本相似， 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拟在已有

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 对其源流等问题进一步探讨， 以补充相关认识。
关于这类铜镜名称， 大多考古报告名为 “牌饰” 或 “饰牌”⑤， 国内学者依其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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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镜形饰板、 钮柄镜①、 圆形具柄镜②、 圆片镜③、 有柄镜④、 带柄镜⑤等。 西方学者

或以形状名为奖章形镜、 镜形饰板⑥， 或以文化归属名为奥利维亚镜、 希腊镜、 库巴－

奥巴镜⑦、 印度镜⑧等。 中国发现的这类铜镜流行于西周中晚期至西汉早期晚段， 与传

统的钮镜明显属于不同文化传统⑨， 为了更好地与唐宋以后流行的带柄镜区别， 有学者

将四川地区发现的这类铜镜称之为 “早期带柄铜镜”， 这个定名较为客观， 河西走廊

发现的带柄铜镜在这一范畴之内， 本文予以采用。

一、 类型与年代

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的地点有西岗墓地、 柴湾岗墓地、 沙井东、 濠洼村北

等， 共计 １３ 件， 其中前两处位于甘肃永昌双湾乡， 紧邻著名的三角城遗址。 这些铜

镜的镜身与镜柄为一次性合铸而成， 镜身为圆形或椭圆形， 较薄， 镜面平滑或微凸； 镜

缘一侧有突出的短柄， 上有孔或桥形钮环； 均素面。 根据柄部差异可分为四型。
Ａ 型： 方形短柄， 上有方孔， 孔较大， ６ 件。 柴湾岗 Ｍ７５： ５， 圆形镜身， 镜面微

凸并鎏金， 直径 ８ １、 厚 ０ ２ 厘米， 重 ９４ ２ 克 （图一， １）。 柴湾岗 Ｍ２３： ７ 和 Ｍ２７： ３，
圆形镜身， 镜面平滑， 直径 ６ ４、 厚 ０ １ 厘米， 重 ３６ ２ 克 （图一， ２）。 Ｍ５０： ４， 椭圆

形镜身， 镜面平滑， 柄部残， 最大径 ７ ３、 厚 ０ １５、 重 ４６ ４ 克 （图一， ３）。 临泽濠洼

村北出土， 椭圆形镜身， 镜面平滑， 直径 ６ 厘米 （图一， ４）。 西岗采： ０１， 椭圆形镜

身， 通高 ７ ５、 厚 ０ ２ 厘米， 重 ２８ ４ 克 （图一， ５）
Ｂ 型： 环状柄， 上有圆孔， 孔较大， ２ 件。 西岗 Ｍ２２４： ３， 椭圆形镜身， 柄部残，

通高 ４ ９、 厚 ０ ２ 厘米， 重 ６ ４ 克 （图一， ６）。 沙井东 （Ｋ４１０５： ３７）， 直径 ７ １ 厘米，
厚 ０ ３ 厘米。

Ｃ 型： 圆凸状柄， 上有孔， 孔较小， ３ 件。 西岗 Ｍ５４： ６， 圆形镜身， 柄部有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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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状孔， 通高 ７ ２、 厚 ０ １ 厘米， 重 １９ ２ 克 （图一， ７）。 西岗 Ｍ１３６： ２， 镜面平滑，
边缘残， 方圆柄， 小圆孔， 通高 ７ ４、 厚 ０ ３ 厘米 （图一， ８）。 西岗 Ｍ７９： ９， 椭圆形

镜身， 镜面平滑， 通高 ８ ２、 厚 ０ １ 厘米， 重 ４１ ４ 克 （图一， ９）。
Ｄ 型： 椭圆状柄， 上有桥形钮环， ２ 件。 西岗 Ｍ１９９： １， 镜面微凸， 桥形钮环残后

复钻二小圆孔， 通高 ７ ３、 厚 ０ ２ 厘米， 重 ３０ １ 克 （图一， １０）。 西岗采： ０２， 镜面微

凸， 通高 ６、 厚 ０ ３ 厘米， 重 ４１ ４ 克 （图一， １１）。

图一　 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

１－５ Ａ 型 （柴湾岗 Ｍ７５： ５、 Ｍ２３： ７、 Ｍ５０： ４、 濠洼村北、 西岗采： ０１）
６ Ｂ 型 （西岗 Ｍ２２４： ３） 　 ７－９ Ｃ 型 （西岗 Ｍ５４： ６、 Ｍ１３６： ２、 Ｍ７９： ９）

１０－１１ Ｄ 型 （西岗采 Ｍ１９９： １、 采： ０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瑞典学者安特生根据在镇番县 （今民勤） 及附近的调查和发

掘遗存提出 “沙井期”， 作为甘青史前文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①； 四十年代末， 裴文

中等在民勤调查了三角城等遗址②。 八十年代以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三角城

附近发掘了蛤蟆墩墓地、 西岗墓地、 柴湾岗墓地、 火石滩遗址③等。 这些遗址在地域上

较为邻近， 主要分布在石羊河、 金川河沿岸和湖沼沿岸的绿洲上， 文化内涵极其相似，
属于沙井文化。 这里位于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绿洲地带， 既便于农业生产的耕

作， 也适合畜牧业的发展。 据悉， 安特生曾在柳湖墩北部发现大量的淡水贝壳， 足见这

里水资源曾很丰富。 石铲、 石刀、 铁锸、 铁锄等生产工具， 石杵、 石磨盘、 石臼等粮食

加工工具， 谷物、 麻类纺织品、 草席等编织品以及储粮窖穴的发现， 说明当时居民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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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生活环境， 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箭镞、 箭杆、 骨弓弭、 大量石球等说明有一定

的狩猎活动； 部分墓葬殉牲有牛、 马、 羊、 驴等， 与发达的畜牧业密不可分； 青铜短

剑、 带柄铜镜、 动物纹牌饰、 金器等都是典型游牧文化因素。 此外在沙井文化中还有一

些当地土著的文化因素， 如单耳杯、 圜底器源自早期马厂类型和董家台类型， 偏洞墓在

四坝文化中就有发现①。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积极的交流互动， 使沙井文化成为中国北方

农牧交错地带较为独特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畜牧业②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有稳定的

农业， 也有为补充生活需要的狩猎和手工业。
关于沙井文化的年代， 安特生认为属于青铜时代， 晚于苏萨遗存， 绝对年代在前

２０００～前 １７００ 年， 后又改为前 ７００ ～前 ５００ 年③， 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渐积累， 其年代和

发展脉络逐渐清晰， 如李水城分为早、 晚两期， 上限在西周早期， 下限到春秋晚期④；
水涛分为二期四段， 其中一、 二段在西周时期， 四段到春秋晚期或战国⑤。 本文也将沙

井文化可以分为早、 晚两个阶段， 其中早期阶段以民勤沙井东墓地、 沙井南墓地、 柳湖

墩墓地、 西岗早期遗存、 柴湾岗早期遗存为代表， 晚期阶段以三角城、 蛤蟆墩、 西岗晚

期遗存、 柴湾岗晚期遗存为代表， 根据碳十四数据， 年代上到前 １０００ 年左右， 下至前

４０９ 年， 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 西岗墓地发现的泥

质灰陶罐、 黄褐色陶器、 铁犁铧的形制与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发现的较为相似⑥， 由此

可见， 其下限可能到战国中晚期。 西岗墓地、 柴湾岗墓地早期以竖穴土坑墓为主， 晚期

出现偏洞室墓并逐渐成为主要墓葬类型。 西岗、 柴湾岗发现的偏洞室墓是继承洞室墓传

统发展而来⑦， 墓葬平面呈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 竖井式墓道， 墓道与墓室同等长度，
处于同一平面或略高于墓室底部， 洞室门口使用木棒、 芨芨草等封门； 葬式为仰身直肢

葬， 人骨下铺设芨芨草和白灰， 有些身上也会盖芨芨草， 与甘肃东部、 鄂尔多斯地区发

现的极其相近⑧。 此外， 联珠形铜饰的正面稍凸、 背面平整， 时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晚

期或战国早期⑨。 临泽濠洼村北出土早期带柄铜镜的地点距离这些遗址较远， 同出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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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鹰首、 驼首、 卧马、 铜泡等表明其时代较之西岗墓地稍晚。

二、 渊源分析

中国境内发现早期带柄铜镜的源头， 多数学者认为应在更早具有使用带柄铜镜文化

传统的欧亚草原中去寻找①， 沿着这一共识， 本文将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放置

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认识， 以便明确其来源和传布情况。
前三千纪左右， 在西亚和古埃及已经出现了带柄镜， 如伊拉克基什地区② （前 ２９００

～前 ２３４０）， 孟菲斯地区 （前 ３２００～前 ２７００）、 哈拉帕、 摩佐达罗 （前 ２３５０～前 １７５０）。
到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 带柄铜镜在这些地区的使用已相当普遍。 古希腊地区则相对稍

晚 （约前 １４００ 年）， 形制多样且装饰繁缛， 有柄镜、 像柱式镜、 匣式镜等③。 考古材料

显示， 广袤的欧亚草原是带柄镜分布的主要地域， 较之其他地区， 发现数量多， 种类丰

富， 并形成若干重要的独立制作地 （图二）。 参考相关材料和已有研究④， 可将世界范

围内的带柄铜镜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短柄镜， 柄部有孔， 使用绳、 皮带系挂或装在皮袋

中携带， 镜身与镜柄系一次性浇铸或锻造而成。 第二类的柄部为动物形状， 动物种类有

鹿、 山羊、 骆驼、 鹰等， 或站立、 或蜷曲、 或对首⑤。 动物艺术风格形成于前 ８ 世纪左

右的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南西伯利亚地区， 早期的动物纹样以单体为主， 以写实的手法描

绘了动物形态， 随着斯基泰人与波斯文化、 希腊文化的交流增多， 许多的波斯文化、 希

腊元素逐渐沁入到斯基泰艺术之中， 表现出的动物纹样多为风格化， 构图具有一定的程

式⑥。 第三类为长柄镜， 镜身与镜柄为合铸或分铸后再使用铆钉、 焊接、 套合等方法组

合而成， 这类铜镜流行的时间较长， 形制多样， 是带柄铜镜的主要类型。 如塔奎尼亚发

现的镜背刻画有人物、 动物图像⑦。 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的一柄带柄镜较为特殊， 椭圆

形镜身， 玉质镜面， 一侧末端有一尖状小柄， 嵌套在象牙质的柄中⑧。 圣彼得堡博物馆

藏有一件具有斯基泰文化和希腊文化特征的带柄铜镜， 镜身为青铜质， 柄为黄金制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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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两者使用铆钉铆合连接， 镜柄上有浅浮雕状的动物纹样①。

图二　 欧亚草原带柄铜镜

１、 ３、 ４ 特特克斯肯　 ２ 汉卡林斯基山谷　 ３、 ５ 卡梅申卡　 ６ 罗格济赫

７、 ８ 斯塔夫罗波尔　 ９ 波尔塔瓦　 １０ 安诺夫卡敖德萨

与域外的发现相比， 中国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形制简单， 地域性强， 主要分布在新

疆地区、 河西走廊、 甘肃东部、 宁夏南部、 内蒙古、 河北北部、 辽宁西部、 川西高原、
滇西北、 西藏地区等， 共计 １２０ 余件， 其中形制与河西走廊所见形制相似的仅见于新疆

地区、 甘肃东部、 宁夏南部、 内蒙古地区、 川西高原等地， 具体梳理如下：
新疆地区　 共 １２ 件。 具体地点有阿勒泰布尔津图瓦新村② （图三， １）、 圆沙古城

墓地③ （图三， ２）、 察吾乎沟二号墓地④、 察吾乎沟西墓地⑤、 拜其尔墓地⑥、 巩乃斯种

羊场⑦、 乌鲁木齐柴窝铺⑧、 葛尔村墓地⑨、 阜康三江乡、 巴里坤托背梁墓地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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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黑沟梁①、 且末扎滚鲁克②。
甘肃东部、 宁夏南部、 内蒙古地区　 共 １５ 件。 具体地点有刘坪墓地③、 马家塬墓

地④、 于家庄墓地⑤ （图三， ５）、 凉城崞县窑子墓地⑥、 沂州窑子⑦ （图三， ４）、 玉隆

太墓地⑧、 西沟畔墓地⑨ （图三， ６）、 隆化 （图三， ７）、 辽宁五道河子 （图三， ８）。
川西高原　 共 ３ 件。 具体地点有呷拉宗 （图三， ９）、 雅江本家地、 泸定伞岗坪

墓地 （图三， １０）。

图三　 中国发现同类早期带柄铜镜

１ 图瓦新村　 ２ 圆沙墓地　 ３ 托背梁　 ４ 忻州窑子　 ５ 于家庄

６ 西沟畔　 ７ 隆化　 ８ 五道海子　 ９ 呷拉宗　 １０ 伞岗坪

这类铜镜在我国出现时间较早， 流行时间长， 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晚段。 时代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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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布尔津喀纳斯下湖口图瓦新村墓地出土铜镜， 年代在公元前 １２ ～前 １０ 世纪①； 稍

晚的有柴窝铺、 察吾乎沟口、 西岗、 柴湾岗、 濠洼村北等， 时代在春秋早中期②； 于家

庄、 呷拉宗、 淳县窑子等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其余皆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

晚段。 早期主要见于新疆地区和河西走廊地区， 中期主要分布在新疆、 河西走廊、 内蒙

古南部、 川西高原， 晚期阶段发现数量最多， 广泛分布在新疆地区、 甘肃东部、 宁夏南

部、 内蒙古地区、 辽西、 川西高原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 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这些地区属于典型的游牧文化社会， 或是受到游牧文化影响与其有着直接或间接互动关

系的农耕区和畜牧区。
通过对欧亚草原、 中国其他地区发现带柄铜镜的梳理， 对河西走廊相关遗存的年代

学研究， 运用 “比较考古学” 的方法③， 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的来源和相关问题

便一目了然。

图四　 欧亚草原发现同类带柄铜镜

１ 佩尔沃迈墓地　 ２－４ 特特克斯肯　 ５ 外贝加尔

６ 乌兰固木　 ７ 图瓦　 ８ 乌兰德雷克

这类带柄铜镜最早出现在欧亚草原中部地区， 后来广泛分布于俄罗斯图瓦地区、 叶

尼塞河中下游地区④、 阿尔泰地区⑤、 米努辛斯克盆地、 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 塔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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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 七河流域、 费尔干盆地、 蒙古高原① （图四）。 在切木尔切克文化时期， 便有欧

亚草原的人群进入新疆北部地区， 阿尔泰又是东西方文化的汇聚地和交通枢纽， 藉着三

道海子文化的迅速扩散②， 带柄铜镜从阿尔泰地区直接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 （如布尔津

县图瓦新村）， 并不断扩散至东天山地区的察吾乎沟、 柴窝铺， 同时在河西走廊 （如西

岗、 柴湾岗、 沙井东） 开始集中出现。 新疆地区与甘青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着

密切的联系③， 河西走廊是史前时期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 具有西方文

化特质的青铜器、 权杖头、 土坯技术等遗存频繁被发现④， 新疆东部青铜时代的部分丧

葬习俗和遗物直接来自河西走廊的沙井文化、 寺洼文化、 骟马类型⑤， 带柄铜镜在河西

走廊的出现便是双向互动的结果。 这类铜镜在不断涌入新疆地区的同时， 并通过河西走

廊开始向北方地区、 川西高原传布， 直达甘肃东部、 宁夏南部、 内蒙古中南部， 东至辽

西地区。 早在商代， 从鄂尔多斯高原到新疆沿线便存在交通⑥， 河西走廊也有来自内蒙

古中南部一带的文化因素 （如铲型鬲）。 黄河上游与川西高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存在

着文化传播的通道⑦， 凭借游牧力量的南下， 带柄铜镜迅速进入川西高原地区。 至西汉

中期， 所有地区基本不见带柄铜镜。 值得注意的是， 乌兰固木发现的一件带柄铜镜与隆

化出土的形制基本一致， 前者镜背饰有动物纹， 而后者素面⑧。 由此推测， 晚期阶段中

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与河西走廊关系密切外， 不排除与蒙古高原地区直接接

触的可能性。
由此， 这类铜镜在中国的传布线路大致如图所示：

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根植于欧亚草原， 直接源头应在阿尔泰地区， 途经东

天山地区， 进入河西走廊， 并不断向东部的北方地区和西南山地传布。 这个传布是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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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向低纬度， 由西向东的过程。 早期带柄铜镜在 “华夏边缘”① 地带出现、 流行以及

突然消亡的过程， 当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东扩、 渐次以及汉文化的崛起密不可分。 可

见， 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 欧亚草原中部的游牧人就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或半游牧

地区建立了密切的文化联系， 这种影响力甚至到了西南地区。

三、 相关问题

河西走廊发现的 １３ 件早期带柄铜镜， ９ 件出自墓葬 （表 １）， 其余 ４ 件为附近的采

集品， 出土时部分表面有附着物， 如柴岗 Ｍ５０ 粘附有许多的丝织物， 西岗 Ｍ７９、 Ｍ２２４
的表面粘附纤维； 西岗 Ｍ１９９ 的铜镜出土时候放置在皮囊中， 沙井东发现铜镜出土时被

包裹在一块布中， 推测这类铜镜平时会用丝织品包裹， 或者放置在皮袋中。 巴泽雷克 ２
号墓出土二件铜镜的柄部被兽皮包裹并置于皮质的镜袋中②， 乌科克高原的阿克－阿拉

哈 ３ 号墓的葬者是一位贵族妇女， 服饰在冰封的棺椁中保存如初， 腰带上挂着一个毛毡

制作的小袋， 里面装有一柄木柄铜镜③。 欧亚草原上的鹿石图像也为带柄铜镜的携带方

式提供图像资料， 如乌尤格河和塔日拉克河汇流处发现的一方鹿石上刻有两只口袋、 两

面镜子， 一面镜子刻在口袋上， 另一面镜子刻在口袋下； 巴彦查干河左岸的鲍通德河谷

中发现一方鹿石， 上刻画有太阳、 月亮、 项链， 下面是挂有短剑的宽腰带图形和刻有镜

子的口袋图形， 以及剑、 镜和战斧图形； 根金－布拉克发现 ８ 方鹿石， 其中第六方和第

九方均有带柄镜④。 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的石人腰带上都会有悬挂口袋⑤。 带柄铜镜出

土时基本都在死者的腰部或腰部附近， 这些铜镜出土时除自然的破损外， 未见有火烤、
打碎等人为的破坏行为， 应该是随身携带的物品， 且系挂在身体或服饰上。 具体而言，
这些铜镜的柄端都有穿孔或桥形钮环， 专门用来系挂绳带之用， 如西岗 Ｍ１４０、 柴岗

Ｍ５０ 的铜镜柄端周围有铜环、 环形首饰， 是用来和绳带系挂或缚在吊饰的末端， 与外

贝加尔石板墓铜镜的柄端使用绳索与一环形串联使用的情况如出一辙⑥。 据统计， 河西

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出土时位于腰部及附近， 可见铜镜并不是随意散落在墓葬中， 而

是聚集在某个相对特定的位置； 性别明确的有 ７ 座， 其中女性 ４ 座， 男性 ３ 座； 葬者为

青年、 成年人⑦； 葬式都为仰身直肢葬。 大量的民族志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揭示， 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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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大陆的北部曾普遍存在过萨满信仰， 在这种信仰的影响下， 欧亚草原很多民族视铜镜

为神物， 常被作为萨满的法器①， 也被视为护身符、 吉祥物②、 身份③等。 可见， 河西走

廊发现的早期带柄铜镜除了其生活化的用途 （照容、 装饰） 之外， 还是一种性别、 年

龄、 身份的标识， 也被赋予了一种神秘性。

表 １　 河西走廊早期带柄铜镜出土情况一览表

墓　 葬

编　 号 形　 制

铜镜出土
位置

铜镜出土
情况

葬　 者　 情　 况

性别 年龄 葬 式

柴湾岗 Ｍ２３ 偏洞墓
腰 椎 附 近，
左手下方

男 成年 仰身直肢葬

柴湾岗 Ｍ２７ 偏洞墓 腰部左边 女 成年 仰身直肢葬

柴湾岗 Ｍ５０ 竖穴土坑墓 左股骨外侧
镜背粘附毛织物， 附近
有两个铜环

女 １５～１６ 仰身直肢葬

柴湾岗 Ｍ７５ 竖穴土坑墓
腰 椎 附 近，
右手下方

女 ３０± 仰身直肢葬

西岗 Ｍ５４ 偏洞墓

西岗 Ｍ７９ 偏洞墓 镜面印有纤维纹 女 ２５± 仰身直肢葬

西岗 Ｍ１３６ 偏洞墓 柄孔残存皮带 男 成年 仰身直肢葬

西岗 Ｍ１９９ 偏洞墓 镜有皮罩 成年 仰身直肢葬

西岗 Ｍ２２４ 偏洞墓
左腿骨膝盖
内侧

镜面印有纤维纹 男 １５～２０ 仰身直肢葬

　 　 注： 空白格表示原报告未有相关信息

图一、 图三、 图四举例显示， 尽管中国发现的这类带柄铜镜脱胎于欧亚草原同类带

柄铜镜， 但与其也存在一些差异， 如河西走廊的 Ｄ 型铜镜镜柄上有桥形钮环的特征不

见于欧亚草原， 川西高原的呷拉宗、 泸定伞岗坪出土的带柄铜镜的形制几乎一致，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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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清水刘坪与马家塬出土带柄铜镜的形制、 大小基本一致， 这些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欧

亚草原和河西走廊所见也存在一些细微差别， 推测这类带柄铜镜传入中国后逐渐开始被

模仿制作， 并形成不同的地域风格。 河西走廊地区是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重要策源地，
在西城驿文化时期 （前 ２０００～前 １７００ 年） 就已拥有成熟的冶金技术①， 西城驿遗址发

现石镜范②， 足以说明这一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就已掌握铸造铜镜的技术和工艺。
至于河西走廊发现早期带柄铜镜的族属， 大多研究者将文献所记载的曾活动于河西

的居民地望与考古学文化进行类比， 如张光直认为乌孙、 月氏与四坝文化、 沙井文化有

直接关系③，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沙井文化便是月氏、 乌孙人的遗存④， 或是月氏和

乌孙西迁以前的遗存， 或与古戎人义渠有关⑤。 也有学者另辟蹊径从语源学、 体质人类

学的角度进行了尝试⑥， 但尚未有明确的结论。 河西走廊自古便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

纽， 同时也是商贸的重要咽喉通道， 由此吸引了众多民族汇聚在此。 从考古学文化因素

和复杂的生业经济来看， 构成沙井文化的文化因素， 既有本土的土著文化， 也有来自河

湟地区⑦、 甘肃东部、 内蒙古中南部、 新疆、 域外文化等。 沙井文化所在的地点集中在

民勤绿洲、 永昌盆地之间， 是农牧并举的肥沃之地， 也吸引了众多不同文化汇聚在此，
可见， 沙井文化的文化因素较为复杂， 不能 “一刀切” 地认定其族属， 物质文化所呈

现给我们的是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 辅助有农业、 渔猎业等， 其族群主体为本地土

著人群， 也有来自欧亚草原中西部和东方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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